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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
北京法国传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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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８ 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 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其在

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 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 被迫于 １７７３ 年通过敕书 “吾主救世

主” 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 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

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 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 共同展

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 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教廷传信部最终于 １７８３ 年同意将北

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 １８１４ 年， 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 １８４２ 年， 耶稣会士重返中国， 但北京

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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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荣振华著， 耿昇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７—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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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腊伯都 （Ｐｉｅｒｒｅ Ｌａｄｍｉｒａｌ）。

　 　 耶稣会自 １５３４ 年由依纳爵·罗耀拉（Ｉｇｎａｃｅ ｄｅ Ｌｏｙｏｌａ） 在巴黎创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外方传

教。 方济各·沙勿略（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Ｘａｖｉｅｒ） 是首位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 从他抵达广东上川岛的

１５５２ 年到 １８００ 年间， 共有 ４７０ 余位①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 目前学界对耶稣会士的研

究非常全面且深入， 涉及到传教活动及策略、 中国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等各领域。 但对于 １７７３
年耶稣会被取缔后， 在华前耶稣会士的研究却鲜有人涉及。

耶稣会被取缔的消息传到中国时， 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共有十四位， 除了四位②在外省传教

外， 其余十位都聚集在北京。 面对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对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的觑觎， 在京法国

传教士和法国大臣们不断通信， 共同商议保卫和拯救传教团事宜。 本文主要以这些通信为依据，
探讨耶稣会被取缔后北京法国传教团所面临的困境， 揭示传教士、 法国国王和大臣们为挽救它所

做出的努力， 并简要分析法国这次远程大救援的动因。

一、 耶稣会被取缔的原因

耶稣会自创建以来， 发展极为迅猛， 快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 在许多领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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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的同时， 它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种种指责和诘难。
首先， 耶稣会因直接服从于罗马教廷的领导而造成了其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各国政

府不能容忍天主教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国家政权之下。 法国法院对耶稣会的

评价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看法： “上述修会 （指耶稣会）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能被

容忍的。 它违反自然法， 有损于一切宗教和世俗权威。 它企图在宗教机构的特殊面纱下， 向教会

和各国引入的不是一个真正希望传播福音的修会， 而是一支政治大军。 这支政治大军的宗旨在于

以持续的活动， 通过各种间接的、 隐蔽的或拐弯抹角的途径， 来达到绝对的独立， 继而篡夺一切

权力。”①

其次， 耶稣会的海外传教活动也常常受到批判和攻击。 天主教的一些其它修会认为耶稣会在

传教过程中所采用的适应政策， 使基督教变得印度化、 中国化， 并逐渐把基督教引向歧途。 海外

的殖民者认为耶稣会对印第安人的保护， 增强了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反殖民力量， 阻

碍了他们的殖民活动。 而海外商人更视耶稣会士为贸易上的竞争对手， 因为在有些地区， 传教士

们为了弥补传教经费的不足， 往往参与一些世俗的商贸行为。
另外， 耶稣会的反对者总是对耶稣会士通过亲近国王来接近权力的做法感到极度猜疑和嫉

妒。 他们声称君主与耶稣会忏悔神父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极有可能伤害到君主制度本身， 并以勒

泰利耶神父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ｅ Ｔｅｌｌｉｅｒ） 为例， 认为他在路易十四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统治的最后岁月对国王

施加了邪恶的影响， 象征着耶稣会士所作所为中最令人憎恨的一面。②

与此同时， 耶稣会的教育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启蒙运动者的强烈不满。 一方面， 他们反对耶稣

会学校所始终坚持的面向各阶层开放的免费教育， 认为大学应当只面对那些上得起学的人。 只有

这样才能防止毕业生过量， 避免劳动阶层的孩子离开自己的阶层。 另一方面， 他们还批判耶稣会

的教学方法缺乏对学生个人理解力的启发， 教学内容过分重视拉丁语教学， 忽视母语教学， 而且

对新兴起的历史、 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③

耶稣会的反对者们一直通过各种努力企图削弱甚至铲除耶稣会在宗教和政治上所造成的巨大

影响。 １７５９ 年， 葡萄牙的强权宰相蓬巴尔 （Ｐｏｍｂａｌ） 就开始驱逐耶稣会士。 他指责耶稣会士曾

在巴拉圭的瓜拉尼战争中， 伙同当地的印第安人共同对付葡萄牙人， 并认定耶稣会士曾参与过暗

杀国王若泽一世 （Ｊｏｓｅｐｈ Ｉ） 的行动。 １７６２ 年， 巴黎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做出判决， 耶稣会违反了

天赋人权， 是国家法律的敌人。 议会下令解散耶稣会并没收其财产。 虽然路易十五 （Ｌｏｕｉｓ ＸＶ）
本人对耶稣会并无敌意， 但在议会的强大压力下， 不得不于 １７６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宣布禁止耶稣会

在法国的活动。 随后， １７６７ 年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 １７５８ 年在帕尔马和马耳他岛， 耶稣会士都

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 有的被遣返回了欧洲， 而有的便命丧途中。 当波旁王朝的各个宫廷联合起

来， 给教皇克莱芒十三世 （Ｃｌéｍｅｎｔ ＸＩＩＩ） 施压逼迫其解散耶稣会时， 却遭到了其坚定的拒绝。
但年迈的教皇因中风突然离世， 性格软弱、 优柔寡断的新教皇克莱芒十四世 （Ｃｌéｍｅｎｔ ＸＩＶ） 在

欧洲君主们的逼迫下最终做出了妥协。 １７７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他通过敕书 “吾主救世主” （Ｄｏｍｉｎｕｓ
ａｃ Ｒｅｄｅｍｐｔｏｒ） 宣布取缔耶稣会。④ 教皇的无奈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 “教皇不是通过诏书

（Ｂｕｌｌｅ）， 而是通过级别较低的敕书 （Ｂｒｅｆ） 来解散罗耀拉所创建的耶稣会的。 敕书中并没有批

判耶稣会的道德、 纪律以及教义， 只是讲述了欧洲宫廷对耶稣会的指控，”⑤ 并认为 “如果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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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存在， 教会内部绝对没有长久与真实的和平”①。

二、 法国传教团在华的建立和发展

在华法国传教团的建立要追溯到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的首个耶稣会传教团。 １６８５ 年， 法国

出于政治、 宗教和科学的目的， 派遣了六位耶稣会士前往中国， 他们是洪若翰 （ Ｊｅａｎ ｄｅ
Ｆｏｎｔａｎｅｙ）、 张诚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 白晋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 李明 （Ｌｏｕｉｓ Ｌｅ Ｃｏｍｔｅ）、 刘

应 （Ｃｌａｕｄｅ ｄｅ Ｖｉｓｄｅｌｏｕ） 和塔查尔 （Ｇｕｙ Ｔａｃｈａｒｄ）。 这是一批彻底代表法国国王的耶稣会士， 他

们既未事先获得耶稣会总会长的批准和教廷许可， 又绕过了葡萄牙保教权的控制， 并坚决不对传

信部的宗座代牧宣誓。 可见， 传教士们作为国家公民和修会会士的两种身份在民族国家日益强大

的背景下， 逐渐向国家利益靠拢。②

除塔查尔外， 其余五位耶稣会士于 １６８７ 年抵达中国。 他们为康熙皇帝提供了各种政治和生

活上的服务， 作为回报， 康熙 １６９２ 年发布了 “容教令”， 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 １６９３ 年又

在北京内城赐予他们一所宅院， 以使其与葡萄牙教士分开居住。 １６９９ 年， 康熙又批准耶稣会士

兴建天主教堂， 为此还拨给银两、 材料若干， 命工部帮助建造。 在白晋和张诚神父的关注下， 加

之路易十四的慷慨资助， 四年后一座壮观宏伟的法国教堂拔地而起， 这就是著名的北堂。
到 １６８７ 年耶稣会被取缔， 北京法国传教团团长依次是： 洪若翰 （１６８７ 年）， 张诚 （１６９９

年）， 殷弘绪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Ｘａｖｉｅｒ Ｄｅｎｔｒｅｃｏｌｌｅｓ） （１７０６ 年）， 赫苍璧 （Ｊｕｌｉｅｎ Ｐｌａｃｉｄｅ Ｈｅｒｖｉｅｕ） （１７１９
年）， 胥孟德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ｂｂｅ） （１７３６ 年）， 赫苍璧 （１７４０ 年）， 沙如玉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Ｃｈａｌｉｅｒ） （１７４５
年）， 纽若翰 （Ｊｅａｎ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ｄｅ Ｎｅｕｖｉａｌｌｅ） （１７４７ 年）， 嘉类思 （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 Ｄｕ Ｇａｄ） （１７５２ 年），
纽若翰 （１７５７ 年）， 费若瑟 （ Ｊｏｓｅｐｈ⁃Ｌｏｕｉｓ Ｌｅ Ｆｅｂｖｒｅ） （１７６２ 年）， 石若翰 （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ｅ ｌａ
Ｒｏｃｈｅ） （１７６９ 年） 以及晁俊秀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１７７０ 年）③。

其实自法国传教团入华之日起， 法国传教士与教廷传信部及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便突显

起来。 首先是宣誓问题， 中国副省会长殷铎泽 （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 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 视察员马丁 （ Ｐ． Ｓｉｍａｏ
Ｍａｒｔｉｎｓ） 及其继任者方济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Ｓａｖｅｒｉｏ Ｆｉｌｉｐｐｕｃｃｉ） 都要求法国传教士按传信部要求宣

誓， 而且态度强硬。 最终南京宗座代牧罗文藻神父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 赋予了法国人职权而没

有要求他们宣誓。 但法葡之间的纷争并未就此停歇， 而是愈演愈烈。 洪若翰以及路易十四的忏悔

神父拉雪兹 （Ｌａｃｈａｉｓｅ） 不断致信耶稣会总会长蒂斯·贡萨雷斯（Ｔｈｙｒｓｅ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希望其能够

同意法国人开辟自己的传教区。 最终 １６９９ 年当洪若翰返回欧洲时， 总会长任命他为具有行使副

省会长权力的法国人传教区会长， 这标志着独立于副省的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正式成立。 １７０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张诚 （当时的北京传教团团长） 正式出任在华法国传教区第一任会长， 负责管

理所有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

三、 保卫北京法国传教团的努力

１７７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当取缔耶稣会的消息传到中国时， 北京还有十位法国耶稣会士， 他们

是： 钱德明 （ 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ｉｅ Ａｍｉｏｔ）、 蒋友仁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ｅｎｏｉｓｔ）、 晁俊秀、 韩国英 （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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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ｂｏｔ）、 金济时 （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Ｌｏｕｉｓ Ｃｏｌｌａｓ）、 甘若翰 （ Ｊｅ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Ｇｒａｍｍｏｎｔ）， 贺清泰 （ Ｌｏｕｉ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Ｐｏｉｒｏｔ）、 潘延璋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ａｎｚｉ）、 方守义 （Ｊ． － Ｆ． － Ｍａｒｉｅ⁃Ｄｉｅｕｄｏｎｎé ｄ’Ｏｌｌｉèｒｅｓ）
和汪达洪 （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 ｄｅ Ｖｅｎｔａｖｏｎ）。①

１７７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备受打击的蒋友仁因中风而去世。 钱德明由此成为了法国传教团中资

历最老的神父， 所有的信件遂由他负责回复。 １７７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虽然还未正式收到教皇的敕

书， 但已经获此消息的钱德明便给法国代理外长贝尔坦 （Ｈｅｎｒｉ Ｌéｏｎａｒｄ 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Ｂｅｒｔｉｎ） 写

了一封长信。 他在信中首先强调了法国对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的所有权， 并对其它修会的觑觎表

示担忧和愤慨， 他讲道：
想到我们在此的所有设施———也许是法国在遥远的国度建立的最美的———要转入他人之

手， 就让人十分气愤。 我认为， 我们的教堂、 图书馆、 天文台、 各种仪器和我们的住院， 无

不体现着法国的印记， 如果它们要变成意大利、 葡萄牙和德国教徒的猎物， 那实在是太过分

了。 路易大帝和路易十五国王一直保护着我们， 并赐予无数恩惠。 法国的最高部长们包括您

都赋予我们荣耀， 施予保护。 我们在此拥有的一切， 都归功于我们的国家。 在此我不是对变

得什么都不是的我们而言， 而是对我们的国家说， 属于自己名正言顺的东西被掠夺， 难道不

是一种侮辱吗？ 因此我认为， 我们应尽全力阻止别人夺取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接着， 钱德明强调了在京教士与外省教士的不同。 在外省， 虔诚、 热情、 工作、 善意就足够

了； 而在北京， 还需要科学与才智， 需要获得皇帝的恩宠， 需要让自己对宫廷有所贡献。 钱德明

认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身上具备这些素质， 建议派遣他们来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 从法国后来

采取的举措可以看出， 钱德明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贝尔坦的采纳， 虽然由于外方传教会的拒绝， 该

想法最终并未实现。
此外， 钱德明在该信中提出的在鞑革旦地区建立教区的建议也让路易十六和贝尔坦颇为赞

赏， 并进行过尝试。 钱德明当时这样写道：
葡萄牙国王对广袤中国的三个教区进行了任命，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给教区教士们发放微

薄的年金。 那么为什么法国国王不能通过发放年金， 而对我们在广大的鞑靼地区建立的教区

任命呢？ 例如， 在盛京， 有相当多的基督徒， 而在辽东 （盛京为其省会） 就更多了。 那么

一个大教区已经形成了。 我们可以将长城以外的地区都划入这个教区， 并加入内城， 或仅仅

是皇宫城墙围起来的部分。 而被任命为盛京主教的人将和法国人一起在这里安静生活， 与葡

萄牙主教井水不犯河水。 通过这种简单的任命建立一个新教区， 法国国王就可以相同或相似

的代价， 在中国鞑靼地区获得同葡萄牙国王在中国汉人地区拥有的相同的权力。②

１７７５ 年 １１ 月， 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的敕书到达了北京。 钱德明在 １７７６ 年 ９ 月给贝尔坦的另

一封信中， 讲述了耶稣会士们签署敕令的情景。
去年， 一个名叫约瑟夫·圣·特雷斯（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ａｉｎｔｅ Ｔｈéｒèｓｅ） 的德国加尔默罗会修士受

南京主教之命， 来到我们住院宣布教皇取缔耶稣会的敕令。 他成为传信部教士已经三十余

年， 现居住在北京。 我们恭敬但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教皇的敕令， 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 从此

以后， 我们不再是耶稣会传教士， 因为它被取缔了， 我们将成为在俗教士， 依附于教区主

教。
钱德明接着提及了南京主教和澳门主教在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去向方面出现的分歧， 以及教

士们维护法国利益的立场：

１９

①

②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ｒｉｎ．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Ｐéｋｉｎ ａｐｒèｓ ｌ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 Ｊéｓｕｓ ｅｎ １７７３．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ｉｔéｓ， ｎｏ １０７， ｊｕｉｌｌｅｔ － ａｏûｔ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 Ｊéｓｕｓ ｅｔ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é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１９１６ （３）， ｐｐ． ２８７ －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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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主教代理， 这个加尔默罗会修士还建议我们签写： 教堂、 住院以及法国耶稣会士使

用的一切都要转交给教皇。 我们回答说， 作为法国传教团世俗事务的管理者， 没有法国国王

和中国皇帝的允许， 我们无权交出财产， 因为我们在这里拥有的一切都是这两位君主对法国

人的馈赠， 而非对耶稣会士……
澳门主教声称自己是北京教区唯一的管理人，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１、 北京教区只是澳

门教区的一个分支。 当没有合适的神父管理时， 澳门主教就恢复他对原先所辖教区的所有权

力。 ２、 南京主教不能是北京教区的管理人， 因为他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事务没有管理权。
这才符合他在圣职受任礼时的誓言， 即不做任何违背葡萄牙国王权力的事情。 ３、 即使他作

为距离最近的主教而要管理北京教区时， 那也必须获得果阿大主教的同意， 但是他没有

（这里指新任主教， 因为他获得了上任主教的同意）。①

钱德明提及的约瑟夫是当时北京教区的代理主教。 耶稣会被取缔时， 南京主教也是一名耶稣

会士， 名为南怀仁 （Ｇｏｄｅｆｒｏｉｄ Ｘａｖｉｅｒ ｄｅ Ｌａｉｍｂｅｃｋｈｏｖｅｎ）， 他 １７５２ 年接受任命， １７５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在澳门举行了授职礼。 北京主教索智能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ｅ ｄｅ Ｓｏｕｚａ） 于 １７５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去世。 南京主

教作为距离最近的主教， 将北京教区纳入其辖下， 并派约瑟夫负责管理。 １７７３ 年前后， 传信部

下达指令， 任命约瑟夫为北京代理主教。 澳门主教和南京主教本来相安无事， 但耶稣会被取缔

后， 两位主教矛盾立现， 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北京教区的管理者， 以便合法地继承北京法国传教团

的财产。
这场看似两位主教之间的纷争， 事实上是葡萄牙和罗马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 这种局面的产

生和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内圣统制和代牧制并存的状况有关。 １５７６ 年， 澳门教区成立， 由于葡萄

牙在东方拥有的保教权， 澳门教区隶属于印度果阿大主教区， 澳门主教由葡萄牙国王任命。 １６２２
年， 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 （Ｇｒéｇｏｉｒｅ ＸＶ） 设立传信部， 决心统筹各传教区的传教事宜。 １６６０ 年，
传信部在中国推行宗座代牧制， 从澳门教区分设南京宗座代牧区， 变相将代牧的任命权从葡萄牙

手中收回。 １６８０ 年， 福建宗座代牧区以及 １６８７ 年江西、 广东两代牧区的相继成立， 令葡萄牙国

王大为不悦。 １６９０ 年， 为安抚葡萄牙， 罗马教廷决定设立南京和北京两个主教区。 这两个教区

从理论上依附于果阿大主教区以及受葡萄牙保护， 但实际上它们仍隶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 由传

信部直接授权， 并与其直接联系。 所以， 澳门主教代表的是葡萄牙的利益， 南京主教代表的是罗

马传信部的利益。
面对葡萄牙和罗马的垂涎， 路易十六立刻采取措施， 希望能够保住北京法国传教团。 正如贝

尔坦给韩国英的信中写道：
国王绝不容忍别人毁掉他创立的事业并将一切事务交于罗马来解决。 这个信仰基督教的

国王不会放过他们， 他也不会放弃那些从事宗教事业， 但同样尽心尽力为他服务的人。②

路易十六首先为在华前耶稣会士们提供了经济援助。 １７７５ 年 １０ 月， 国王的第一笔经费

１５０００ 里弗尔到达中国， 接着他又给传教团管理财务的教士拨付了 １２００ 里弗尔。 １７７６ 年， 为了

保障科学工作的继续， 新的一笔援助 １５０００ 里弗尔到达中国。③同时， 路易十六还命法国海军部

长萨尔提尼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Ｓａｒｔｉｎｅ） 着手负责北京法国传教团事务， 并通过他与身在巴黎的嘉类思

神父取得联系， 让嘉神父建立一所学校， 专门培养一批传教士来接替前耶稣会士们在华的工作。

２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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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坦在 １７７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写给晁俊秀的信中透露了法国所采取的这些措施：
和传教团有关的事宜， 你们应该同海军部长直接沟通。 你们通过这次季风也将会收到萨

尔提尼部长的指令， 允许你们代表国王继续管理和传教团有关的所有世俗事务， 并和教廷共

同处理相关的宗教事务。 萨尔提尼部长还代表国王任命大家都熟知的嘉类思神父负责为传教

团选派教士， 做一些以前巴黎发愿者之家所做的工作以满足传教团在法国的其他需求。①
嘉类思神父曾于 １７３８ 年来华， １７５２ 至 １７５８ 年间任在华法国传教区会长。 １７６２ 年， 他在澳

门被葡萄牙人逮捕， 后被遣送并囚禁于里斯本②。 １７６６ 年， 嘉类思返回巴黎后成为圣雅克街加尔

默罗会会长。 需要指出的是， 当时无论是法国国王还是大臣们都倾向于建立一所学校培养新的传

教士， 而不是让某一个宗教团体直接去接管法国传教团， 以避免该传教团成为葡萄牙的附属或保

护对象。 “嘉神父欣然接受了新的任务， 但事情很快令他失望不已。 反对者们总是很谨慎， 千方

百计地想要破坏这个计划； 他们害怕一个新形式的耶稣会初修院成立。 因此嘉神父仅仅是被任命

为北京法国传教团财务管理人， 并负责挑选三四个候选人”。③

到 １７７６ 年， 法国传教士们凭借着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的庇护以及他们的努力， 暂时保住了

北京法国传教团财产， 使之免遭被葡萄牙或罗马传信部并吞的命运。 他们还怀有一丝希望， 希望

教皇能够收回成命， 希望耶稣会能够重建。

四、 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尝试

１７７５ 年， 俄罗斯耶稣会副省会长向教皇请求承认他们教会的存在并同意其扩充教会成员，
而教皇并没有拒绝， 这件事似乎让路易十六产生了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想法。 但他明白这在法国

并非易事， 因为 １７７４ 年 １２ 月巴黎议会开始对他庇护耶稣会士的行为进行监督。 １７７７ 年， 巴黎

议会重新逮捕耶稣会的 “残余”， 这让北京的传教士们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希望破灭了。 晁俊秀

的信中透露出了他的失望情绪， “１７７７ 年， 对我们修会仅存的可怜神父们的逮捕让我们本怀有的

希望彻底远离。 从今以后， 我只想着灵魂得救， 为此我已漂洋过海。 其他一切， 我再也不想。”④

不过法国国王和大臣们并没有放弃在华法国传教团。 １７７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萨尔提尼部长给晁

俊秀写了一封秘信， 这封信措辞严厉， 反复强调法国国王对该传教团财产的所有权， 并命令其严

加保护：
国王不只是传教团事业的保护人， 而且是传教区的创立人， 其财产的唯一主人， 他可以

通过管理者的节俭， 信徒的虔诚， 抑或其他方式来增加财产。 到目前为止， 您还是财产管理

人。 耶稣会被取缔后， 国王像对待在俗教士一样， 任命您为管理者。 您要记得， 忠诚的管理

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托管物完好无损， 而最重要的是除了主人， 不能向任何人汇报财产情

况， 除非获得许可。
目前， 国王并未赋予您自由行事的权力， 关于传教团财产的所有权， 他禁止您和法国传

教团的其他人承认除他之外的任何权力人。 您要让所有的法国传教士周知国王的意愿，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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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罗马和里斯本发来的命令相悖。 如果葡萄牙人， 传信部教士或其他人仍试图与国王作

对， 那么国王允许您将此信的复件给他们作为答复， 您要记得上报。①
１７８０ 年 ８ 月 ２ 日， 意大利奥古斯丁会教士安德义 （Ｊｏａｎｎｅｓ 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ｕｓ Ｓａｌｕｓｔｉ） 被加冕为北

京主教， 这是按照罗马的授意由葡萄牙国王指定的。 受任仪式后， 安德义立刻宣布北堂资产属其

管理， 面对这一紧张局势， 法国国王重新考虑并采纳了钱德明多年前提出的在鞑靼地区建立教区

的建议。 在交给法国驻罗马大使贝尔尼 （Ｂｅｒｎｉｓ）， 由他转交传信部负责人安东尼利 （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
的陈情书中， 法国提出了这个计划， 即请求罗马教廷建立一个新的奉天主教区， 其管辖范围不仅

包括长城以北地区， 而且包括北京城， 至少包括北京皇宫， 并把它委托给法国前耶稣会士钱德明

神父， 法国传教团将归其管辖， 从而避免和葡萄牙主教之间的各种矛盾。② “这一想法实际上可

被看作是法国重建耶稣会传教团的第一次尝试， 它不仅可以给传教团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而且使

传教团有可能建立一个初修院， 假以时日便会培养出一批耶稣会核心会士。”③

面对法国的请求， 罗马回复说， 如果贝尔尼主教向传信部提出的要求只是批准钱德明成为一

位普通的传信部教士， 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意。 但如果要赋予其宗座监牧的各种权力， 这有

可能破坏原来的良好秩序， 从而引起混乱：
首先， 北京主教看到一位拥有教廷权威的宗座监牧要取代他， 那么他会认为这是教廷代

表在他教区对其权力的侵犯， 并去寻求委派他的人的保护和支援， 以捍卫他的事业。
第二，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还是不可避免地就哪些人应当服从新的宗座监

牧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 如果我们想让北京所有的前耶稣会士服从， 那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由

被取缔的耶稣会的成员组成的团体， 它将不受主教管辖， 这违背克莱芒十四世教皇的谕令。
该谕令 １７７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规定， 前耶稣会的教士有担任教廷职位的资格， 但必须完全服从主

教或宗座代牧……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另一个情况， 在北京， 除了前法国耶稣会士， 还有葡萄牙人和其他外

国人。 这些外国人当然不想服从新的法国宗座监牧……因此， 除了保持原有的合法宗教秩

序， 没有更好的选择， 即中国所有的传教士都全权服从主教或宗座代牧的管辖。
因此， 为了满足由前耶稣会士组成的北京传教团的需求， 最好的计划就是法国国王

１７７６ 年提出的建议， 教皇也同意， 即让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取代他们。④
罗马婉拒了法国的请求， 并列举了此方案将会遭遇的种种困难。 但此封回函使法国把视线重

新转回到钱德明神父提出的建议———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

五、 法国传教团由遣使会接管

其实早在 １７７６ 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便被询问过是否愿意接管北京法国传教团， 但是它以没

有能胜任北京耶稣会士职位的科学教士为由拒绝了。 此时， 有人提议让奥拉托利会来接管， 然而

海军部长萨尔提尼呈给国王的报告中又将该修会排除在外， 原因是： 奥拉托利会在冉森主义时期

曾与耶稣会之间出现教义分歧， 这将不利于他们和谐共处。 然而， 处理好传教团的命运变得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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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 北京神父传来消息说葡萄牙人霸占传教团财产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除了葡萄牙人， 教廷传

信部的意大利神父也试图将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揽入教皇的怀中。① 嘉类思神父十分担忧传教团不

稳定的局势， 于是 １７８２ 年再一次向外方传教会提出请求， 却又一次遭到拒绝。
但萨尔提尼并不看好外方传教会， 他在给贝尔坦的信中举荐法国遣使会。 他这样讲道：

先生， 我最初也认为， 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代替耶稣会士， 对北京法国传教团是

非常有益的。 但重审一下此事， 我觉得， 这样可能收获不了国家期待的科学方面的成果。 外

方传教会会士为数不多， 很难找到精通文学方面的学者， 而且没有一个在俗教徒， 所以找寻

必需的艺术家也很困难。 遣使会则人员众多， 没有这些不便， 我毫不怀疑它可以实现我们所

有的期待。
在我看来， 新老传教士能和谐团结， 充满令人欣喜的融洽气氛是最重要的。 我坚信， 从

这点出发， 遣使会再适合不过。 若钱德明神父作为外方传教会传教团团长， 则不会取得同样

的效果。 我同意您的观点，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和谨慎的问题。 但请您注意这样的安排是绝对

不可能实现的， 会遇到各种无法克服的困难。 传信部会以取缔耶稣会的敕令为由反对我们建

议的团长， 而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也不会同意。 外方传教会教士过去和现在都拒绝让前耶稣

会士担任巴黎传教团的财产管理者， 尽管只有他们才能胜任。 所以就有更多的理由反对让一

个前耶稣会士担任北京传教团的团长了。 相反， 如果是由遣使会会士来取代， 我一定会第一

时间提醒他们要敬重钱德明神父， 而您也会叮嘱钱德明神父全力照顾这些新教士， 因为只有

这样， 传教团才能从混乱中恢复和谐团结。②

虽然萨尔提尼看好遣使会， 但其总会长雅基耶 （Ｊａｑｕｉｅｒ） 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三次拒绝了接

管北京法国传教团的提议， 他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缺乏传教士。 时任法国海军部长的卡斯特里侯爵

（Ｃａｓｔｒｉｅｓ） 接替了萨尔提尼负责北京法国传教团事宜。 他于 １７８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凡尔赛给雅基耶

写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
先生， 我已经让德·维弗尔（ｄｅ Ｖａｉｖｒｅ） 负责说服您接管前耶稣会士管理的中国传教团。

但我痛苦地发现您在给他的回信中因害怕无法胜任新的任务而拒绝了这个提议。 尽管您的谨

慎值得称赞， 但我仍然相信将传教团交到你们手里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 只需要您提供一两

位神父和一位外科医生。 国王的意思是， 您先这样做， 然后等时机成熟了， 再采取进一步的

措施来维护和促进这个传教团的发展。 此传教团与众不同， 它与基督教和政治都有关系。 我

毫不怀疑， 您将乐意支持政府的看法， 用对您的传教会相同的热情来支持有利于宗教和国家

的事业。 因此， 我请您和德·维弗尔先生考虑把中国传教团与您的教会合并起来的适宜举

措，并尽快采取行动， 利用有利的季风季节， 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运送必需品。③

当遣使会收到这封信时， 雅基耶的秘书提醒他， 这个以国王的名义不断提出的建议实为命

令， 他不能再推辞， 否则就将被视作不服从， 最终雅基耶被迫同意了。 １７８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嘉

类思神父告知贝尔坦遣使会接受了这个提议的消息：
您可能已经知晓， 我们的中国传教团刚交由遣使会负责了， 此前他们曾提出面临的很多

困难。 此外， 外方传教会本应该也遵从国王的意愿， 但因传教士不足， 未能担负此项任务。
遣使会教士热情满满地投入了这项事业， 他们已经安排两名神父和一位外科医生， 如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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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将在下半年季风期出发。 其中一位神父是数学家， 品行端正， 精明强干， 而且只有 ３２
岁， 很虔诚。 如果罗马尚未及时任命主教或宗座代牧的话， 他将被任命为团长， 明年将上

任。 我给这些神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包括传教团财产， 北京住院教士和现状以及外省的情

况。①

雅基耶挑选的三位赴华法国遣使会士是罗广祥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Ｒａｕｘ）、 吉德明 （ 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Ｇｈｉｓｌａｉｎ） 和巴茂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ａｒｉｓ）。 罗广祥是位天文学、 地理学和植物学家， 被任命为法国传

教团团长； 吉德明是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巴茂正是位机械师和钟表匠。 三位传教士于 １７８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从布雷斯特港出发， 乘坐印度公司的商船， 于 ８ 月 ２３ 日抵达澳门， ２９ 日到达广东。 罗

广祥向北京的前耶稣会士们通知了他们的到来， 神父们非常高兴， 立刻给罗神父回信：
您通知我们您到了广东， 这让我们十分高兴。 我们真诚地感谢上帝作出如此恰当的安

排， 尽管您和遣使会对负责中国传教团一事并不是非常情愿。 中国传教团以前是你们的朋友

耶稣会士管理的， 但没有什么比这个选择对我们更好的了。
我们都知道， 在耶稣会还存在的时候， 圣文生 （Ｓａｉｎｔ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ｄｅ Ｐａｕｌ） 创立的遣使会和

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们还知道， 耶稣会被取缔后， 你们为前耶稣会士提

供的各种服务， 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的传教士被遣返途经你们所在地时。 先生， 我们相信，
您和您的同伴也会一样真诚地对待我们。 我们请您相信， 我们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乐意向您传

授他们的经验， 他们在中国待得时间长， 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 而且会尽他们所能为您提供

各种服务。②

遣使会三位神父于 １７８５ 年 ４ 月到达北京， 前耶稣会士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晁俊秀写给贝

尔坦的信中曾讲述过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
遣使会士 ４ 月底到达北京。 ５ 月初， 我将法国传教团交给他们管理。 他们被当作和平天

使般看待。 我给他们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和帮助， 以方便他们管理， 尤其是刚开始， 一切都很

困难。
阁下， 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派来这些值得尊重的接任者。 他们正直， 充满激情， 虔诚而有

才华。 他们的行事作风与我们完全一致。 我们十分亲密地在一起生活， 有人说他们变成了前

耶稣会士， 而我们变成了遣使会士。 尤其是罗广祥， 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能把每个人的

能力发挥到极致。 他积极， 勤劳， 睿智， 虔诚而且有魅力。③

罗广祥在致贝尔坦的多封信中， 也谈及了他们和前耶稣会士之间的融洽关系， 如： “我的会

友和我， 我们和这些前耶稣会士相处得非常融洽。 和平和团结的气氛萦绕在所有传教士们当中，
我们也都尽己所能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牢固。”④ “在我 １７８５ 年 １１ 月的信中， 我很荣幸

地向您忠实地讲述了我们所受到的亲切和真诚的接待， 而时间只会让我们和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

６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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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９１３ （２）， ｐｐ． ２３５ － ２３６．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 ｊéｓｕｓ ｅｔ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Ｐｅｋｉｎｇ （ Ｓｕｉｔｅ） ． Ｔ’ 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é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１９１６ （４ ／ ５）， ｐ． ６０５．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ｓ ｄｅ Ｂｅｒｔｉｎ， Ｓｅｃｒéｔａｉｒｅ ｄ’ éｔａｔ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é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４， １９１３ （２）， ｐｐ． ２３８．



２０１６０３０７０００６ ０４ 吕颖

们变得更友好， 更团结。”① “友好、 团结、 和平的氛围继续萦绕在这所住院的新老传教士们之

间”② 等等。

六、 遣使会管理下的法国传教团

罗广祥不仅领导有方， 而且因精通天文历算， 很快便得到乾隆皇帝赏识， 初任钦天监监副，
后又任钦天监监正。 他在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 年） 开始的全国大教案中， 依仗皇帝对他的恩宠

挽救了不少教士的命运。 这场教案来势之猛， 发展之快， 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被关押的

有 １３ 名传教士， ３ 名欧洲主教， １４ 名中国教士和 ３０ 名中国教徒。 最后被收监的 １６ 名欧洲人中 ４
人死在狱中。”③罗广祥在教案发生之时一直为营救传教士而奔走， 乾隆从塞外还朝之际， 他又率

同道出迎。 乾隆很高兴， 教案终于有了转机。 樊国梁在 《燕京开教略》 中记载：
降生后一千七百八十五年， 皇上由塞外还朝， 仆等出迎， 上甚喜， 似有垂念传教各士之

意， 仆心稍慰。 是年洋历十一月初十日， 皇上果颁上谕一道， 饬将未死之传教士十二名， 俱

由刑部赦出。④

乾隆发布的这道上谕， 在 《清高宗实录》 中记载如下：
此等人犯， 不过意在传教， 尚无别项不法情事， 如呈明地方官， 料理进京者， 原属无

罪。 因该犯等， 并不报明地方官， 私在各处潜藏， 转相传引， 如鬼域伎俩， 必致煽惑滋事，
自不得不严加惩治， 虽坐以应得之罪， 朕仍悯其无知， 仅予圈禁。 今念该犯等究系外夷， 未

谙国法。 若令其永禁囹圄， 情殊可悯。 所有吧哋哩咉等十二犯， 俱着加恩释放。 如有愿留京

城者， 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 如情愿回洋者， 着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 以示矜恤远人， 法外

施恩至意。⑤

此份上谕颁布后， 晁俊秀于 １７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写给贝尔坦的信中谈及了罗广祥在教案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
北京来了一位会长， 他睿智， 谨慎， 充满激情地面对我们所处的困境。 他短时间内就将

一切回归秩序。 他让我们忘记过去。 我们仅仅期待一件事， 即看到我们的宗教遭遇的最恐怖

的暴风雨结束。 他给了我们安慰。 他感动了皇帝， 只消一刻， 皇帝就改变了主意， 这是我们

没有意料到的。 尽管教士们之前被判终生监禁， 但皇帝命令将他们交给刑部， 他们有权选择

留在北京的教堂或返回欧洲。⑥

教案发生之后， 罗广祥等教士的使命更显艰巨， 他在 １７８８ 年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他在京的繁

忙工作：
每天我要讲四种语言， 法语、 拉丁语、 中文和鞑靼语……我要讲授教理， 布道， 忏悔，

还要管理圣事； 时不时地我还要去大人们的家里回答有关欧洲、 海洋、 天体科学等数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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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心：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６ 页。
樊国梁： 《燕京开教略》 （中篇）， 北京： 救世堂， １９０５ 年， 第 ３９９—４００ 页。
《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十年十月甲申上谕， 卷 １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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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先受苦再升天是应当的， 因为我想带着尽可能多的中国灵魂随我去天堂。①

１７８９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法国再也无暇顾及这个遥远的传教区。 １７９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贝尔坦

给晁俊秀的信中讲道：
我很高兴， 您、 钱德明和罗广祥和平相处， 我祝愿您们能继续这样。 我就不告诉您法国

的灾难了。 这是法国内部的灾难， 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坍塌了， 因为自己的负重， 错误和腐

败。②

尽管如此， 从 １７９０ 至 １８００ 年， 还是有韩纳庆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ｎａ）、 刘方济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Ｒéｇｉｓ
Ｃｌｅｔ）、 南弥德 （Ｌｏｕｉｓ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Ｌａｍｉｏｔ）、 李士奈 （Ｊｅａｎ Ｆ． Ｒｉｃｈｅｎｅｔ） 等八位③法国遣使会士到达

中国。 由于在中国推行日趋严厉的禁教政策， “终于到 １８００ 年， 外国传教士不再入华， 中国基督

徒社区逐渐归入本土神父照管， 直到 １８４０ 年以后才逐渐局势明朗。”④北京传教团的几位前耶稣

会士在此期间也相继离世， 随之， 耶稣会士在华第一时期的活动彻底画上了句号。

七、 法国救援传教团的动因

虽然从康熙后期开始的 “百年禁教” 使天主教在华发展受到重创， 但法国耶稣会士们凭借

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超群的才智， 不仅认真履行了其传教士的职责， 而且完成了皇家科学院

赋予他们的科学使命。 耶稣会被取缔后， 法国的国王和大臣们不肯轻易放弃这个融政治、 宗教、
科学于一体的在华传教团， 在京的前耶稣会士们共同努力， 展开了一场持续长达十年、 跨越两大

洲的保卫战。
然而遣使会接管法国传教团之时， 也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把几乎整个欧洲都卷入其

中之时。 面对流向远东的资金和人员都很难得到保证的局面， 有不少法国人呼吁政府能继续给予

传教团资助， 小德经 （Ｃｈｒéｔｉｅｎ⁃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 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在 《北京、 马尼

拉、 毛里西亚岛游记》 一书中指出了该传教团对法国的重大意义， 也为当年法国那次远程大救

援的动机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至于北京法国传教团， 事实已经证明它有多么重要， 只有眼盲者才看不出它对我们能在

北京拥有一席之地所起的作用。 为了能拥有这样一个团体为己服务， 我们的竞争国会不惜重

金来购买， 会愿用它所拥有的一切进行交换。 只要中国一直对欧洲封闭， 那么在北京还留有

人员的国家就是非常幸运的。 通过这些人， 这个国家可以了解中国的情况， 可以阻止某些事

情的发生， 可以采取任何行动。 我据实而言， 但细节却不能透露。 我重申一遍， 法国政府救

援传教士、 保护这些值得尊敬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明智之举。 四万法郎对国家来说不算

什么， 但这笔微博的资金对北京法国传教团的为继就足够了。 放弃传教团是一大不幸， 也许

现在的情形不足以说明它有多么重要， 但当一旦失去它， 人们便会感到损失巨大。 如果能够

振兴传教团， 这是件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呀， 而且维护它也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⑤

１８１４ 年， 教皇庇护七世 （Ｐｉｅ ＶＩＩ） 重建耶稣会。 １８４２ 年， 耶稣会士重返中国， 他们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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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 南京和天津等地， 而北京地区一直由遣使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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